
清华简 《皇门》之君臣观

李 均 明

内容提要: 清华简 《皇门》优于今本，是史官对周公言论的记录。周公总结了前代

君王治国之经验与教训，主张君王明哲，宗臣屏辅，同舟共济。反映周公之君臣观本于

宗法制与分封制，其实践则体现为此后君臣等序之确立、官别其宜、初步完成国家体制

之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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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简 《皇门》是史官记录的周公言论，版本优于今本，文句较易通读。其文

首云 “惟正 ［月］庚午，公格才在 (库) 门”①。此 “公”当指周公，今本即作
“周公”，就当时的局面与个人资历而言，唯有周公才有资格发此训诰。集会地点或

在成周。所述事件当发生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际，文献记载见 《汉书·历律志·世

经》: “周公七年……是岁十二月戊辰晦，周公反政。”又见 “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”。

“庚午”为“己巳”后第二天，则简文所云 “正月庚午”为周成王亲政元年正月二日

的可能性很大。王连龙通过对今本 《皇门》的研究，亦得出结论: “从周公训戒群臣

献良言、荐贤臣的举动上来说，《皇门》篇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交代后事的意味。这与

致政成王的大背景是相符的。”②甚合理。无论简本还是今本，通篇所论皆为君臣通合

之道。《周书序》: “周公会群臣于閎门，以辅主之格言，作 《皇门》。”实为时局政治

在人事关系上的体现，涉及国家体制等制度层面，是不可多得的反映周初政治变革的

珍贵文献，印证王国维所云 “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，莫剧于殷周之际”③有一定的

道理。关于君臣名分，王国维云 “自殷以前，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。故当夏后

之世，而殷之王亥王恒，累叶称王; 汤未放桀之时，亦已称王。当商之末，而周之文

武亦称王。盖诸侯之于天子，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，未有君臣之分也。周初亦然，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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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牧誓》、《大诰》皆称诸侯为友邦君，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。逮克殷践奄，灭国数

十，而新立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，本周之臣子; 而鲁卫晋齐四国，又以王室至亲为

东方大藩，夏殷以来古国，方之蔑矣。由是天子之尊，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。

其在丧服，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，与子为父臣为君同。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

此。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，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”①。这是对周初所进

行的国家体制改革的全面总结。整个过程中，周公是实际上的掌舵人，至周成王执政

时已大体完成。竹简本 《皇门》所见一方面是对君王的训教辅导，另一方面则是对

望族宗臣的劝戒，借古喻今，又明确指出君臣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，立场鲜明，反映

的是周公当时的思想，涉及君臣关系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三点。

一 君王明哲

史载武王崩，成王年少，由周公摄政，七年后还政于成王。关于武王死时文王的

年龄，杨向奎先生汇集诸说，考证云: “成王少，具体年龄，说法不一，但以 ‘武王

崩，时年十三’者为近是。《史记汇注考证》曾考证道，‘贾谊曰，成王年六岁，即

位享国。郑玄曰，武王崩时，成王年十岁。王肃曰，武王崩，成王年十三。《公羊传

正义》引 《古尚书说》云，武王崩时成王年十三’，诸说不一，愚按，《书金縢》云，

周公居东二年，秋，王兴大夫尽弃以启金縢之书。则成王是时已冠矣。曰，武王崩，

时年十三者近是。”②即以年十三说为是，成王亲政时的年龄也不过二十岁。他的少年

时期是在周公的辅导下长大的，接班时周公做出一番训教也在情理之中。《荀子·儒

效》: “武王崩，成王幼，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，恶天下之倍周也。履天子

之籍，听天下之断……教诲开导成王，使喻于道，而能揜迹于文、武。”对成王而

言，《皇门》所说的为君之道就是对他的开导，并且此类开导屡见史载，如 《史记·

鲁周公世家》: “周公归，恐成王壮，治有所淫佚，乃作 《多士》、《毋逸》。”而这种

训导方式逐渐成为周初的传统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: “成王将崩，懼太子钊之不任，乃

命召公、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。成王既崩，二公率诸侯，以太子钊见于先王

庙，申告以文王、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，务在节俭，毋多欲，以笃信临之，作
《顾命》。”

成王登极之初，最要紧的是要好好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，《皇门》所见周公之训

示即始于此。其中历史人物之楷模为文中所云 “二有国之哲王”，今本作 “昔有国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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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”，陈逢衡注: “在昔有国哲王，古我夏先后与殷先哲王也。”①夏、商二代之兴亡盛
衰如一面镜子，不可不鉴，《书·召诰》: “我不可不监于有夏，亦不可不监于有殷。

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，我不敢知曰不其延，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。我不
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，我不敢知曰不其延，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。今王嗣受

厥命，我亦惟兹二国命，嗣若功。”②再说，历史经验的汲取，离不开前辈长者的指
导，这些前辈主要是统治阶级中人，如 《国语·晋语》所云: “吾闻国家有大事，必

顺于典刑，而访咨于耇老，而后行之。”韦昭注: “耇老，家臣室老。”当然也包括殷
商遗老，因为他们对殷商的败亡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，《史记·卫康叔世家》: “周公

旦懼康叔齿少，乃申告康叔曰: ‘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，问其先殷所以兴，所以

亡，而务爱民。’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，酒之失，妇人是用，故纣之乱自此始。”
《书·召诰》云: “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耇”，表明成王亦是重视的。今人顾颉刚、刘起

釪云: “周公诰教成王，要他居安思危，要他以夏殷为鉴戒而永远敬德，语重心长，

可见当时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不腐败。”③评价甚高。

竹简本 《皇门》前半部有一大段是讲前代治国经验的，文云:

我闻昔在二有国之哲王则不恐于恤，乃惟大门宗子迩臣，懋扬嘉德，迄有

宝，以助厥辟，勤恤王邦王家。乃旁求选择元武圣夫，羞于王所。自釐臣至于有

分私子，苟克有谅，无不懔达，献言在王所。是人斯助王恭明祀，敷明刑。王用
有监，多宪政命，用克和有成，王用能承天之鲁命。百姓万民用无不扰比在王

廷。先王用有劝，以宾佑于上。是人斯既助厥辟勤劳王邦王家。先神祇复
〈式〉用休，俾服在厥家。王邦用寍，小民用假能稼穑，并祀天神，戎兵以能

兴，军用多实。王用能奄有四邻，远土丕承，子孙用末被先王之耿光。

这些经验从历史讲起，却是融合古今、甚或是借古喻今。显然，周公的目的是教学以

致用，继续周初以来的改革进程。描述所见，君王执掌王国大权，人才及智慧集中于
王廷，百姓万民拥戴: 首先是 “大门宗子迩臣……勤恤王邦王家”，所言是统治集团

核心阶层的向心; 再者 “自釐臣至于有分私子，苟克有谅，无不懔达，献言在王所”

所言则是更广泛的统治基础; “百姓万民用无不扰比在王廷”几近达到全民拥戴的地
步。达到成功的手段，除了以 “承天之鲁命”遵天意为理由外，“嘉德”与 “明刑”

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下半段之大部则是讲用人不当、政用迷乱的教训，文云:

至于厥后嗣立王，乃弗肯用先王之明刑，乃维急急胥驱胥教于非彝。以家相
厥室，弗恤王邦王家，维婾德用，以问求于王臣，弗畏不祥，不肯惠听无罪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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辞，乃惟不顺是治。我王访良言于是人，斯乃非休德以应。乃维诈诟以答，俾王

之无依无助。譬如戎，夫骄用从禽，其犹克有获? 是人斯乃谗贼□□，以不利厥

辟厥邦。譬如梏夫之有媢妻，曰余独服在寝，以自落厥家，媢夫有迩亡无远，乃

弇盖善夫，善夫莫达在王所。乃惟有奉疑夫，是扬是绳，是以为上，是授司事师

长。正政用迷乱，狱用无成。小民用祷无用祀。天用弗保，媢夫先受吝殄罚，邦

亦不寍。

后王之失败乃在于 “弗肯用先王之明刑”，致臣属 “非休德以应”，离心离德，俾王

之无依无助，加之任用臣属不当，故邦亦不寍，恰与成功的经验相背，走向了另一个

极端。用与不用 “嘉德”与“明刑”，实践效果之差异非常明显。

“嘉德”指优秀的品德，涉及面甚广，而周初之 “德”侧重于统治术，常见者如
“三德”指三种处理人事关系的手段，见清华简 《保训》，又 《逸周书·寤敬》: “奉

若稽古惟王，克明三德惟则，戚和远人惟庸。” 《尚书·洪范》: “三德: 一曰正直，

二曰刚克，三曰柔克。平康，正直; 彊弗友，刚克; 燮友，柔克; 沈潜，刚克; 高

明，柔克。”从 《洪范》的记载中可知，“三德”指正直、刚克、柔克三种德行。这

三种德行为应对不同的情况而设。

一曰正直。《尚书·洪范》: “平康，正直。”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“正直”，《集

解》引郑玄曰: “中平之人。”又 “平康正直”，《集解》引孔安国曰: “世平安，用

正直治之。”

二曰刚克。《尚书·洪范》: “二曰刚克”，刚克者有二: “彊弗友，刚克”、“沈

潜，刚克”。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: “彊不友刚克”，《集解》引孔安国曰: “友，顺

也。世强御不顺，以刚能治之。”又 “沈渐刚克”， 《集解》引马融曰: “沈，阴也。

潜，伏也。阴伏之谋，谓贼臣乱子非一朝一夕之渐，君亲无将，将而诛。”

三曰柔克。《尚书·洪范》: “三曰柔克”，柔克者有二: “燮友，柔克”、“高明，

柔克”。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: “内友，柔克”，《集解》引孔安国曰: “世和顺，以

柔能治之也。”《索隐》: “内，当為 ‘爕’。爕，和也。”又 “高明，柔克”，《集解》

引马融曰: “髙明君子，亦以徳怀也。”执嘉德方能掌控臣属，笼络人心，是为君主不

可或缺的。

“明刑”指“开明”的刑罚，亦称 “祥刑”。周人既继承殷商的刑罚体系又加以

改造，这是灭商获得成功的政治基础。 《左传》成公二年: “《周书》曰 ‘明德慎

罚’，文王所以造周也。明德，务崇之之谓也，慎罚，务去之之谓也。”“明刑”的核

心是慎用刑，《尚书·多方》以汤之经验说教，云: “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

民主。慎厥丽乃劝，厥民刑用劝。以至于帝乙，罔不明德慎罚，亦克用劝。要囚，殄

戳多罪，亦克用劝，开释无辜，亦克用劝。”所云实际为周公的主张与理想，只是以

商汤的名誉说事而已，顾颉刚等注云 “按，‘明德慎罚’乃周公惩于殷代酷用刑罚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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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历史教训所提出的新的政治原则，用以救偏补弊，纠正殷人之尚鬼重刑这一特点而

提出来的。并不是殷代就已有这一原则，周公把自己总结历史所得出的理论性原则，

在谈到殷代贤王时也说成如此，稍有点美化商代实际”①。亦知慎刑并非不用刑，而

是要通过充分的调查，做到有罪必罚而无辜则开释。否则将适得其反。如 《尚书·

无逸》所云: “乱罪无罪，杀无辜，怨有同，是丛于厥身﹗”怨恨将集中于执政者身

上。当然周公亦主张施刑要以犯罪动机及结果来衡量， 《书·大诰》: “封，敬明乃

罚。人有小罪，小眚，乃惟终，自作不典，式尔; 有厥罪小，乃不可不杀。乃有大

罪，非终，乃惟眚灾，适尔，既道极厥辜，时乃不可杀。”总言之，做到明刑方能制

约人们的社会行为，维持公正与平衡。

通过灭商及巩固政权的实践过程，周初君王深刻领会事在人为的道理，故掌权后

虽仍宣示受命于天、遵天命，却不尽信天，《逸周书·五权》: “天命无常。”《书·君

奭》: “天不可信，我道德惟宁王德延，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。”明德慎刑遂成为其积

极作为的手段。

从竹简本 《皇门》可看出，周公的理想是君王集权，达到如 《诗·北山》所云:

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; 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此理想到成康时期在一定程度实

现了。

二 宗臣屏辅

竹简本 《皇门》经验之谈中，“大门宗子迩臣”居于统治集团中最重要位置，是

辅助君王治国理政的核心。从君臣关系的角度来看，大门、宗子、迩臣是相连贯的事

物的三个方面。大门，望族，通常指王族; 宗子，嫡长子。大门之宗子则简称为
“门子”，《周礼·小宗伯》: “掌三族之别，以辨亲疏。其正室皆谓之门子，掌其政

令。”郑注: “正室，适子，将代父当门者也。”孙诒让 《正义》: “云 ‘将代父当门

者也’者，明以父老则适子代当门户，故尊之曰门子……盖详言之曰大门宗子，省

文则曰门子，其实一也。”今本 《皇门》孔晁注: “大门宗子，适长。”②迩臣，亲近

的大臣。今本 《皇门》庄述祖注: “执臣，大门宗子之能左王治国者，所谓世臣

也。”③从大门而宗子而迩臣，呈现的是宗法体系中的金字塔，反映了周初的政治制度

与宗法制度之密切的关系，正如王国维所云: “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，必自其制度始

矣。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，一曰立子立嫡之制，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，并由是

36清华简 《皇门》之君臣观

①

②

③

《尚书校释译论》，第 1626、1627 页。
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，第 546 页。
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，第 546、547 页。



而有封建子弟之制，君天子臣诸侯之制。”①

“大门宗子迩臣”之外尚述及 “分私子”、 “釐臣”的建言助理作用。今本 《皇

门》孔晁注: “私子，庶孽也。”②则分私子乃指嫡子之外的诸子，无疑亦在贵族范围

之内，其与大门宗子的等级差异是由于宗法及分封制造成的。周公掌政时已设有专门

管理宗法事务者，成王时器 《何簋》铭: “惟八月公夷殷年，公锡何贝十朋，迺令何

治三族，为何室，用兹簋设公休，用作祖乙彝。”关于其中的 “治三族”，李学勤

先生考证: “《周礼·小宗伯》云: 小宗伯 ‘掌三族之别，以辨亲疏。其正室皆谓之

门子，掌其政令。’郑玄注: ‘三族，谓父、子、孙，人属之正名……正室，适 (嫡)

子也，将代父掌门者也。政令，谓役守之事。’可知掌三族是关于族姓宗法的职

务。”③再证周初之君臣关系与宗法关系密切相关。釐臣，善臣，今本 《皇门》即作
“善臣”，当指相对于迩臣而言的一般大臣。

竹简本 《皇门》所言臣属中尚有 “元武圣夫”，今本作 “元圣武夫”， 《曾伯
簠》铭简称 “元武”④。当指元圣与武夫两类专门人才，他们是通过广泛选拔得来的，

就程序而言与宗法及分封制无直接关系。今本 《皇门》: “乃方求论择元圣武夫”，庄

述祖注: “元，善; 圣，通也。元圣可以为公卿，武夫可以为将帅者。”陈逢衡注:

“方求，徧求也。论择，慎选也。《诗》曰: ‘赳赳武夫。’元圣可以资论道，武夫以

备腹心。”则元圣任文官，而武夫为武将，以专业才能服务于王国。简文所云 “选

择”，亦见 《逸周书·酆保》: “君选择”，潘振注: “选择，选才而能择人也。”

简文以 “先神祇復 〈式〉用休，俾服在厥家”宣示上天对忠臣的恩赐与报答，

此乃比喻周初分封宗族大臣等的合理性。但周初分封的主体是宗室子弟，存有家长制

的等级结构，天子对于诸侯，诸侯对于卿大夫，除君臣名分外，具有天然尊长的身

份，周王对诸侯而言是共主而非盟主，诸侯屏藩着周王，它与殷商相对独立的部落联

盟有很大的区别。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四年: “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，故封建亲戚，以

藩屏周。管、蔡、郕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聃、郜、雍、曹、滕、毕、原、酆、郇、文

之昭也; 邘、晋、应、韩，武之穆也; 凡、蒋、邢、茅、胙、祭，周公之胤也。”分

封皆经册命并遵循一定的规则颁予信物，《左传》定公四年: “昔武王克商，成王定

之，选建明德，以屏藩周。故周公相王室，以尹天下，于周为睦，分鲁公以大路大

旂，夏后氏之璜，封父之繁弱，殷民六族: 条氏、徐氏、萧氏、索氏、长勺氏、屋勺

氏，使帅其宗氏，辑其分族，将其丑类，以法则周公。用即命于周，是使之职事于

鲁，以昭周公之明德。分之土田陪敦，祝宗卜史，备物典策，官司彝器，因商奄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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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，命以伯禽，而封于少皞之墟。”铜器铭文中，更不乏册命的记载。

周公、召公、太公等对屏藩周都起过重大作用。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: “其在成

王时，召公为三公: 自陕以西，召公主之; 自陕以东，周公主之。”《史记·齐太公世
家》: “及周成王少时，管、蔡作乱，淮夷畔周，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: ‘东至海，西

至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无棣，五侯九伯，实得征之。’齐由此得征伐，为大国。”地
域布局较合理，又其相互屏藩保护的关系也相当牢固，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六年: “昔

周公、太公股肱周室，夹辅成王。成王劳之，而赐之盟曰: ‘世世子孙，无相害也。’

载在盟府，大师职之。”对上述记载，今人郭伟川予以充分肯定，云: “笔者认为，

上述记载甚可信。周公、太公与成王有盟誓，世代子孙不相害，这一点，大体是做到

了。周公子孙，无论与周室有多大矛盾，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侯国纷纷称王之时，

终鲁之世，绝不称王。”①

竹简本 《皇门》下段述历史教训中，揭示恶臣、媚臣的各种表现及其对国家的
危害。述由于用人不当、阻塞任贤之路，从而造成政局混乱的恶果。实喻周初管、蔡

及武庚反叛前后之教训，企图澄清人们对时局之模糊认识，纠正诸侯离经叛道的倾

向。君臣关系中，用人得当关乎王业成败，故周公很是看重，始终以身作则， 《史
记·鲁周公世家》: “然我一沐三捉发，一饭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犹恐失天下之贤

人。”为其真实写照。

三 同舟共济

竹简本 《皇门》末段呼吁君臣同心协力，让先祖放心。此段文句较今本齐全，

今本文末仅见 “毋作”二字，而竹简本作 “毋作祖考羞哉”。文中周公呼吁父兄宗臣

同舟共济以渡时艰，突出表现君臣间的相互依存关系。文中使用了 “寡邑小邦”的
概念，与古籍常见周初人所云 “小邦周”等谦称同，今本作 “下邑小国”，庄述祖

注: “下邑小国，谓周。”又 《逸周书·尝麦》: “度下国”，陈逢衡注: “下国，犹言
小国，即小邦周之谓。”不过小国的革命是承自天命的，《书·大诰》: “予惟小子不

敢僭上帝命。天休于文王，与我小邦周。” 《逸周书·商誓》: “今纣弃成汤之典，肆

上帝命我小国曰: 革商国。”成王时器 《何尊》铭: “肆文王受兹大命; 惟武王即克
大邑商，则廷告于天。”②殷商虽大而天弃之，《书·召诰》: “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”，

证明周的存在有其合理性，但周人还是担心能否维持得住。故 “小邦周”一类观念
的形成，不仅有韬光养晦的成分，也有国力尚弱的原因，今人郭伟川分析说: “就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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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的军力对比而言，武王及诸侯军并没有优势。只是由于殷纣暴虐无道，大失人心，

纣兵阵前倒戈，形势才完全逆转。因此，著名的 ‘甲子’日牧野之役，武王一战而
克商，这实在是由于文王治岐山五十年，厚培德政，因此政治上的得人心导致了军事

上的胜利。但是，正是由于胜之亦骤，西周政权的基础仍十分薄弱，为了保持胜利果
实。力求稳定局面，武王不得不采取与天下诸侯及殷遗势力共治的政策，其列土分封
之制，使周王室一开始便成为弱势的中央政权。”①尤其武王崩后，成王年幼，武庚作
乱，东夷反，管、蔡背离，局面几近不可收拾。此时，周公、召公、太公等近臣的立
场与态度无疑能决定周朝的前途命运，史实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，他们维护了王国

的安全，但同时也深深树立了危机感，“小邦周”观念之所以不断被提出，正是时时
保持高度警惕的体现。在国力尚弱又要掌控天下的局面，反复强调君臣关系中之同舟
共济是必要的，目的是达到如 《逸周书·大戒》所云 “应协以动，远迩同心”。

简文所云 “譬如主舟，辅余于险，临余于济”反映一种紧迫感及危机感。这种
以过河比喻渡过难关的说法亦见于 《尚书》等，如 《书·大诰》: “予惟小子，若涉
渊水，予惟往求朕攸济，敷奔。”清人孙星衍云: “言我思小子，如涉深水，我惟往
求所渡之人，任奔走之事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诏曰: ‘若涉渊水，未知所济。’用此文
也。”②

周公之君臣观，显然体现在其日后的行政实践中，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: “成王
在丰，天下已安，周之官政未次序，于是周公作 《周官》，官别其宜。作 《立政》，

以便百姓。”周公将君臣等序制度化的做法是可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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